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程朝云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 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 不得

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问题。这里所说的难民,

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

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可以南京沦陷为界, 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 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 近距

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 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 其迁移

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 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 武汉成为此期内

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 以它为中心, 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鄂赣及两广

等后方地区疏散。

关键词　抗战初期　难民　内迁

本文所说的抗日战争初期, 是指自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直

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结束的时期, 也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战略防御阶段。在此期间, 随着日本军队侵略的节节深入, 华北、华

东以至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相继沦为战区, 无数中国平民丧身于

敌人铁蹄之下, 更多的普通百姓家园被毁。他们为躲避战火、或因

不愿做顺民而被迫迁徙他乡, 沦为难民。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的情

况, 近年来学术界已有所关注, 陆续有论著发表, 本文即是在现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对抗战初期难民内迁, 即其向战略后方地

区迁徙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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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 关于战时难民的身份界定、人员构成及抗战初期内迁难

民人数的估计。

我认为:“难民”首先应当具备几个基本条件: (一) 离家外迁;

(二) 所以离家外迁, 非出自愿, 而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 (三)

其迁徙是自发的、而非有组织的行为; (四) 在其迁徙的终点, 并无

预先的就业安排。后两条之所以重要, 可以平津高校的一些教授为

例。虽然他们也多是个体迁徙, 旅途当中也不免困顿窘迫, 但其所

在高校的内迁, 本身属于一种有组织的行为, 而在其迁徙的目的

地, 他们的职位也已是确定了的, 因而不会流落异所而生活全无着

落, 所以不应将其纳入难民行列。按这几个条件, 战时难民概括地

说是涵盖了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迁徙的人口以外

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当然这仍然是狭义的理解, 因为在抗战的大

环境下, 任何阶层、任何人的命运都与战争息息相关, 即使这些随

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迁移的人口, 其迁移也同样不免有被迫离

家别业、远徙异乡的特点, 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 也可算是难民。但

为了将难民内迁与有组织的政府、学校、厂矿内迁区别开来, 还是

应对难民身份做以上的限定。本文除特别注明, 正是在狭义的范围

内使用“难民”这一概念的。

战时难民的具体人员构成又是如何? 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

一书主要是按职业区分将其概括为: (一) 工人、农民; (二) 学生和

知识分子; (三) 地主、小工商业主; (四) 城市市民和小手工业者;

(五)沦陷区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人员及其家属; (六)社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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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① 但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人们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基于经济的、

财产的乃至社会地位的层次划分, 如所谓高等难民、知识难民、真

正难民, 等等。所谓高等难民, 就是“原有相当的事业和财产, 因敌

人的立足, 带了一部分财产逃入后方的。”而知识难民顾名思义主

要指流亡的知识分子; 那些“住在难民收容所里, 生活根本发生问

题的”则构成了“真正难民”。② 这样的划分从社会职业构成的角度

看有点含糊, 但它同样揭示出战争祸患波及中国社会之广之深, 几

乎各阶层都有人被迫踏上流亡之旅。

战前的中国仍然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 即使较为发达的江苏,

其经济来源也是“农占十之八, 工仅占十之二”③, 所以在总人口中

农民所占比例最高, 而农村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 一旦遇到战乱,

这些农民极易被抛入庞大的难民群中, 成为其主要构成成份之一。

这种状况可以从 1938 年初对当时设在安徽青阳的一个难民收容

所所做的职业调查中反映出来。在这家收容所中, 共有难民 159

人, 其中, 农民 67 人, 约占 42. 1% ; 工人 45 人, 约占 29. 3% ; 商人

36 人, 约占 22. 6% ; 学生 11 人, 约占 6%。④ 这几个数字虽然并不

全面, 但从中基本上可以看出抗战初期难民整体的职业构成情况。

然而, 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与难民整体的情况并不一样。因为

所谓内迁难民, 是特指向战略后方地区亦即大后方迁徙的难民, 他

们只是全体难民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从难民的绝对量来看,

仍然以农民占绝对多数, 但因为条件限制, 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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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新华日报》, 1938 年 4 月 25 日,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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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并不占多数, 而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

数”。① 原因是这些在难民总体当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 在经济上

极为困窘, 而精神上又惯于依着于土地, 大多不愿或无力长距离迁

徙, 一般只往邻近地区作短期奔逃, 战事稍靖即又返乡。所以抗战

初期在武汉长沙等城市的难民,“农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 十分

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② 这就使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出现一个迥

异于整体的状况。“据某处非正式的统计, 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 文

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 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百分之二十一, 商

人占百分之十, 工人占百分之六, 而农民只占百分之二。”③ 不过,

这其中又有些地区的差异, 如“闻在西安者农民比较为多, 其所来

地点, 多为黄河以北”。④

下面有两份分别出自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陕西分会和振

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的调查表, 从中可以看出, 工商业

者占有较高的比例, 农民并不占绝对多数。必须提及的是, 这里反

映的是受救济的难民的职业构成情况; 还有为数不少的自费逃难

的难民, 虽然缺乏有关他们的详细资料, 但在当时有能力自费逃难

的, 一般都有一定的资产, 属于“高等难民”或者“知识难民”中的上

层, 无论在经济的、社会的地位方面, 都非普通的农工商阶层可比。

至于难民的年龄构成, 目前还缺乏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但从

上述两表的情况看, 老者所占比例极小, 在表一中是占 15. 8% , 在

表二中则只占 7. 8% ; 而无论在表一还是在表二中, 少壮年都占有

极高的比重, 分别为 42. 2% 和 63. 2% ; 幼童的比例, 在表一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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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在表二中占 29%。这与孙艳魁所说“难民群的年龄结构是一

种年轻型的人口”① 是基本吻合的。
表一　调查难民职业年龄表 (1938 年 6 月)

职业
商界 农 工 政 师资 警

自由

职业
军

学　　生

大

学生

中

学生

小

学生

合计

人数 263 151 91 42 31 20 11 6 4 35 20 674

年龄 老者 壮者 幼者 合　　　　计

人数 509 1359 1350 3218

　　资料来源: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16 全宗 274 卷“非常时期

难民救济委员会陕西分会工作摘要”, 表中职业与年龄统计数字为两种调查

的结果。

表二　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难民调查表 (1938 年 12 月)

职业 农 工 商 学 无业 其他 总计

人数 89 102 110 98 212 57 668

年龄 老年 少壮 幼童

人数 52 422 194

　　资料来源: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18 全宗 66 案卷 41 分卷

“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难民调查表”改制而成。其中: 1 至 15 岁

为幼童, 16 至 45 岁为少壮, 46 岁以上为老年。

抗战初期内迁难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抗战初期, 难民群体在数量上是颇为巨大的, 而内迁难民为数

也很多。然而, 其具体数量是多少, 目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数字,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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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整个抗战时期的内迁难民数, 由于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 我们

所能得到的也只是大致的估计数字, 一般认为是不超过 1000 万人

口。如陈达按城市总人口中有 25%、农村总人口中有 5% 的人口迁

出这个比例计算, 总计战时迁移人口约在 1400 万人左右 (350 万

城市人口加上 1075 万农村人口)。① 而陈彩章也认为内迁人口之

总计没有统计,“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

省或在千万人左右”。② 他们两人给出的是战时内迁人口数, 其中

自然包括了并非难民的其他迁移人口, 比如跟随机关团体、学校和

工厂内迁的人口, 虽然这些人口的数量并不高, 难民还是占内迁人

口中的绝对多数, 但由此看来, 战时内迁难民数较之内迁总人口数

只会更低, 也即应低于上面的两个数字。吴相湘根据振济委员会的

资料得出的估计数大致印证了这一点: 振济委员会所设的难民运

配总站“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八日至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底, 配运

难民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底, 各省分会救济的难民人数是三百一十七

万八千四百三十人⋯⋯这都是在振济会登记领了救济费的人, 还

有很多人是自费逃难, 人数至少是和上述两项数字相等”。③ 即战

时内迁难民总数当在 900 万人左右。对难民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

孙艳魁, 在综合考察了几个估计数字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个不十

分准确的估算数字”, 也是在 800 万至 1000 万人之间,“约占抗战

时期难民总数的 1ö8 至 1ö6”。④ 而抗战初期有人估计自抗战爆发

至 1938 年 3 月之前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大约在 2000 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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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到十分之一, 而此十分之

一幸到武汉或南昌、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或其他城市者, 约计有

十万人 (只算无办法之难民, 公务员与商人不计)”。① 这里所说的

2000 万人显然包括了短期就近逃难的人口, 基本上是指总的难民

数。由于涵盖的时间较短, 牵涉的地域也不广, 再加上不可能有准

确的统计资料, 这一数字以及内迁难民数与难民总数之间的比例

为“十分之一”的估计看来都有所偏低。不过以此为参照, 可以看出

孙艳魁的估计大致还是可以接受的。

抗战初期的内迁难民数当然不能与整个战时的内迁难民数相

等。然而, 考虑到这几个因素: 第一, 这一时期是日军侵华战线基本

铺开、攻势最凌厉的时期, 除后方各省外, 几乎有半个中国沦为战

区, 包括了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华东、华中地区, 所以这一时期在

抗战史上是产生难民最多, 内迁征途上难民最为拥挤的时期; 第

二, 这一时期总体的战争局势尚未稳定, 大多数难民还只是奔波在

漫长的内迁途中, 真正内迁到后方稳定下来的还不是很多, 所以在

一些档案资料中, 自抗战爆发到 1938 年 9 月份, 武汉市经办难民

人数才不过 190998 人②, 而陕西方面公布的收容难民人数也不过

90 多万人③, 但这并不表示此期内迁的难民很少。事实上, 由于内

迁的路线太长, 途中常因各种难以逆料的原因停留转折耽搁, 很多

这一时期出发的难民要到 1939 年, 甚至可能更晚的时候才能到达

内迁的终点。吴相湘曾估计, 到 1939 年底内迁难民的数量为 900

万左右。因此, 我认为, 这也可以大体上作为抗战初期内迁难民总

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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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可以南京沦陷为界, 大致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

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 1937 年底南

京沦陷为难民内迁的第一阶段。

如前所述, 战时难民之所以成为难民, 直接或间接地, 是日本

侵华战争的结果。日军炮火所及之处, 民不聊生, 只得弃家外出。所

以战时难民的产生同战争态势关系非常密切, 凡战事进行地区也

就成了产生难民的区域。在 1937 年下半年, 日军的侵略集中在华

北和华东的京沪杭一带。在第一阶段中, 难民也就主要产生于以上

这些地区。

战时难民与战争之间的特殊联系, 使难民的迁徙运动几乎伴

随着战争同步开始。战争开始时, 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战争的长期性

尚缺乏认识, 所以难民的迁移就形成了一个特点, 即一般都是就近

迁徙; 长距离的迁移虽然也有, 但人数较少, 主要是城市人口, 且知

识分子所占比例较高。其迁移的路径, 概而言之, 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 乡村人口向邻近的山区或其他偏僻地区作短期奔逃, 这种路

径在时间上、路程上都是极短的, 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

一般都采此路径; (二)乡村人口向附近的城市迁移, 华北农村人口

逃往平、津二市, 上海周边居民汇集租界等即属于这种情况; (三)

城市人口往乡村或小城镇避难, 淞沪会战中, 旅沪人口返回原籍即

为一例; (四) 更长距离的迁徙, 包括华北难民或经海路南下上海、

南京, 或经平汉线至武汉三镇等地, 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人士西迁

等。

下面兹分华北、华东两区说明难民迁徙的具体路径与大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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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华北地区的难民主要由三路向当时的后方迁移。

(一)经平汉路至郑州, 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

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

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①, 仅来自河北省的难

民,“麇集汴郑, 已逾五万”②, 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其拥挤情状从

吴宓描述该地的平汉车站中可见一斑,“时小雨迷 。车站月台上,

人多如山, 拥挤充塞, 喧哗纷扰, 盖皆难民及流氓, 以及各路旅

客”。③ 对于这些拥挤在郑的难民, 国民政府行政院振务委员会所

选派之平汉路难民救济专员作了不少安置和遣散工作, 从他的报

告和电文中, 基本上可看出这些难民的大致去向。他们中一部分被

送往豫陕境内,“郑县难民招待所截至本月十一日止共收难民一万

三千六百余人, 输送新乡、许昌、漯河等处约三千余人, 输送洛阳、

潼关、西安等处五千余人, 其自动投亲友者约计三千余人”。④ 另外

有一部分难民则去往湖北的信阳、汉口、郾城等地,“接洽得悉郑县

难民招待所遣送难民七百余人经汉口商会红十字会安置于贫民工

厂⋯⋯经由郑县送往 (信阳)难民一千五百人, 除已遣送湟川、罗山

安插千余人外, 尚有三百人未遣⋯⋯因郾城交通甚便, 难民逃往者

颇多”。⑤

(二)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 一部分再由大同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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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名声致振委会 1937 年 11 月 9 日电, 116 全宗 68 案卷。

平汉路难民招待所工作报告, 1937 年 10 月, 116 全宗 68 案卷。

吴宓 1937 年 11 月 16 日日记, 见《吴宓日记》第 6 册, 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第 254

页。

开封河北省战区难民救济协进会致赈委会 1937 年 11 月电, 116 全宗 68 案卷。

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平汉路难民救济专员办公处会议记录, 1937 年 9 月 29 日, 116

全宗 68 案卷。



同蒲线至太原, 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 进一步向陕西迁移。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 北平即有人西迁, 吴宓 1937 年 7 月 28

日的日记中就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 K

母女愿出京, 只此一途”。① 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

的电文也多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者络绎于途。”②。这

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 至潼关转车, 他们“多去西安, 去

豫鲁者少数”。③ 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

平绥路难民络绎逃包, 现在五百余人”。④ 值得一提的是, 经平绥路

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 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

200 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⑤

(三) 一部分有能力自动南迁京沪或武汉三镇的难民, 其路线

与清华教授吴宓、陈达等人的南行路线大体一致。据《吴宓日记》来

看, 吴宓的路线比较复杂: 首先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 然后经海路

至青岛, 再由胶济路到济南, 转津浦路到徐州换陇海路车至郑州,

再从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 由汉口去往长沙的联大就职。有些欲到

南京、上海等地的就可在徐州接着乘津浦路车南下。⑥ 与吴宓多走

陆路不同, 陈达主要是走水路, 从天津搭海船直接到上海, 再由上

海溯江而上, 辗转到达长沙。⑦ 这两人的身份自然不同于一般难

民, 但他们的南行路线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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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陈达:《浪迹十年》, 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第 161—164 页。

见吴宓 1937 年 11 月 7—19 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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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显卿呈赈委会报告第四号, 1937 年 10 月 26 日, 116 全宗 69 案卷。

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呈赈委会报告第二号, 1937 年 10 月 2 日, 116 全宗 69

案卷。

孙显卿 1937 年 10 月 9 日致赈委会电, 116 全宗 69 案卷。

《吴宓日记》第 6 册, 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第 180 页。



除以上三种途径外, 当然还有近距离的迁移。如平绥路战事紧

张时, 昌平、南口、宣化及卢沟桥一带的难民纷纷逃往北平市①; 天

津的租界也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难民,“邻近乡村的殷富住户相竞来

避难”, 以致人满为患。② 另外还有些战事进行地区的贫苦农民, 为

躲避战火往附近地区作暂时的流动, 其具体情况就比较复杂而不

易于解了。总之, 这些虽也是战时人口迁移的一部分, 但由于他们

有的并未向后方迁移, 有的则最终汇入经以上三种路径之一向后

方运动的潮流之中, 所以在此并不作单独列举。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区的难民, 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一)北上至苏北等地。淞沪战事发生后, 上海、昆山、嘉兴、常

熟等地的难民就或乘火车, 或搭轮船帆艇, 或徒步去往吴县, 自吴

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 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 然

后从江都转输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 (今泰州)、东台、淮

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使这些地方难民麇集, 均在万人以上。据

统计:“自八月十三日起, 至九月三十日止, 由淞沪宝山一带经京沪

路各站辗转以轮船遣送至江北江都、仪征、高邮、宝应、淮安、淮阴、

涟水、泗阳、宿迁、泰县、东台、兴化、盐城、阜宁十四县者为二十五

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人; 自动奔走或搭雇帆船、连同转道津浦路由浦

口渡江至江北六合、江浦、铜山、丰县、邳县、萧县、砀山、东海、灌云

等县者为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人, 男妇老弱并计其二十九万九千三

百二十六人。”这一北迁的势头到十月份仍是有增无减。③

(二)沿沪杭甬线南迁, 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

路线者, 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 因避难而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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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京沪路难民救济专员成静生致赈委会 9、10 月份的电文, 116 全宗 65 案卷。

陈达:《浪迹十年》, 第 162 页。

杨名声 1937 年 10 月致赈委会电, 116 全宗 69 案卷。



“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慈鉴此次淞沪之战难民避难

至松者万千成群络绎不绝⋯⋯爰于本月寒日 (按: 即 14 日——引

者) 起在城厢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六处尽量收容迄今已有八千余

人。”①

“查迩来浦东吴淞一带灾民来松避难欲回浙杭者更见众

多。”②

“嘉兴方面⋯⋯总计过境难民八万五千余人, 大部分由沪杭苏

嘉两路遣送, 次雇专轮带拖轮运吴县等处, 至湖州难民由湖嘉汽车

通源轮局代为输送⋯⋯宁波方面⋯⋯难民过境者达八万余人。”③

“凡自沪杭逃来难民皆乘浙赣车迳赴南昌。”④

(三)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 京沪一带人

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 11 月 19 日

自上海到达南通时, 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 约七千余人”; 而与他

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 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

余人, 据说一星期来每日如此”。⑤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 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

华北战事发生时, 平津地区就有不少难民南下, 到淞沪战事起, 沪

郊及沪宁、沪杭沿线的难民纷纷涌向租界,“仅‘八·一三’这天, 就

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⑥ 租界当局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收容,

另一方面就将其中山东、苏北、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遣送回籍,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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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松江县分会 1937 年 8 月 21 日电, 116 全宗 65 案卷。



他们加入往苏北、浙赣方向的难民迁徙潮中。另有一些有能力的富

裕难民则自发踏上西迁之路。

三

1937 年 12 月 13 日,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了, 自此直至

1938 年 11 月 12 日武汉会战结束, 构成了抗战初期难民内迁的第

二个阶段。

在此阶段, 难民内迁有这样两个特点: 其一, 规模更大了, 更多

的人加入了长途跋涉的行列。正如刘敬坤所指出的:“‘八·一三’

淞沪会战及南京会战, 两地均有大量的人口西迁, 但这种西迁还限

于社会的上层, 尚未触及到社会的中下层。大量难民的内迁, 是在

南京失守之后。”其二, 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尽管迁徙的路线仍

很繁多, 但西迁无疑还是成了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

难民的主要集中地, 以它为中心, 内迁的难民再往湘鄂赣川陕云贵

粤桂等后方地区疏散,“从完整的意义上讲, 1938 年的武汉是我国

由立国东部沿海, 转移到立国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的中转

轴。”①

难民内迁在第二阶段所以形成这样的特点, 主要是日本扩大

其野蛮侵略的结果, 同时, 也是由于长期抗战的态势已渐趋明朗,

战略后方业已形成, 中国政府相应加强了难民振济救援工作的力

度。

日军的血腥屠杀造成中下层人民的大量西迁, 这一因素在安

徽、江苏两省难民的西迁中影响尤为突出。1937 年 11 月日军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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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敬坤:《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我国抗战时人口西迁与难民问题》,

《民国春秋》1995 年第 4 期。



上海后, 在华东战场上就开始执行了野蛮的、几乎是种族灭绝的政

策。这是因为华东是国民政府所在地, 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战备

工作较之华北要细致充分得多, 不似华北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

摩擦就一直存在, 因而战争爆发后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在华东

战场上, 上海抗战是有组织进行的主动出击, 日军从上海往南京的

进攻途中, 也一路都受到强有力的抵抗, 所以军队损失较之在华北

要大得多。这一地区民间的抗日宣传工作也已比较深入, 据参与侵

华的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记载:“进入中支那以来, 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 墙上到处都写着抗日宣传文字, 这在北支那很少看到。由

此可见, 这里抗日训练何等坚决, 老百姓抗日热情何等高涨。大家

议论说: 中支那的抗日思想何等坚决, 对他们不能手软, 想杀就杀,

想抢就抢!”而华北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不能如此擅自烧杀抢

掠。① 为报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努力, 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

思想, 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隐蔽的抗日分子的袭击, 秉着“想杀就

杀, 想抢就抢”的“原则”, 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 就往往执行了屠村

的政策。这正如东史郎记载:“我们每当宿营时, 都是首先扫荡村

子, 杀掉农民, 然后睡觉。农民们之死可以保障我们睡眠的安全。”

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仅仅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个小时而

让许多农民去死, 这也是战场上的一大悲惨情景”。② 南京沦陷后,

拥塞了扬子江的肿黑发胀的中国人的尸体, 无疑使这种野蛮杀戮

的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因此, 在逃难到西南后方的难民中, 皖苏

两省籍的人民占有很大比例, 是可以了解的: 这两个省份既临近南

京, 又都在南京会战及以后的战事中沦为战区。

第二阶段的难民内迁中, 国民政府的正面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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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国民政府西迁坚定了全国人民长期抗战的决心, 带动了

大量人口, 尤其是来自于社会上层人口的西迁。早在南京陷落之

前, 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11 月 20 日发表了迁都重庆宣言:“国民政

府兹为适应战况, 统筹全局, 长期抗战起见, 本月移驻重庆。此后将

以最广大之规模, 从事更持久之抗战。”① 政府机关分别向西迁移,

不仅本身就有一部分人要随之迁移, 同时也使那些长期跟随政府

的社会上层人士西迁。而且, 政府西迁的举措, 被很多人看作是抗

战到底的有力说明。② 战争的长期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以前幻想

战争很快能结束的人, 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 重新安排自己的生

活, 其中一部分就走上举家外迁至后方的道路。

虽然国民政府已宣告迁都, 但除国府五院直接迁至重庆, 和交

通部迁到了长沙外, 外交部和财政部, 以及卫生署, 则迁到了汉口。

以蒋介石为首、在当时地位最为显要的军事机关也于南京沦陷前

迁往武昌。与此同时, 由上海、江苏等东南地区内迁的工厂也聚拢

到武汉三镇, 这就使武汉成为实际上的军政、经济中心, 吸引了大

量难民的前往。

国民政府对于此阶段难民内迁的积极作用, 还集中来自于南

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加强了难民救济工作, 通过其下属的难民救济

机关直接干预了难民内迁运动。随着南京沦陷后难民数量的不断

增加, 难民问题日益成为切关时局的紧要问题之一。为免这些众多

的人口羁留在敌占区, 加强难民救济工作自然提上日程。国民政府

首先调整了救济难民的机构, 1938 年 4 月, 在行政院赈务委员会

和 1937 年 9 月成立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基础上, 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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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良:《政府机关“西迁”是“抗战到底”的有力说明》,《救亡日报》1937 年 11 月 20

日第 2 版。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 , 第 410 页。



隶属行政院的振济委员会,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救济难民的最

高领导机构。新的振委会分各省市县振济会、各救济区、各运送配

置难民总站三个系统对难民进行救济, 其中在难民内迁过程中作

用尤其显著的是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及其下设各分站和难民招待所

的工作。运送配置难民总站一般设在交通要冲等难民迁徙的必经

之地, 管辖一定的区域和路线, 其任务就是帮助解决难民内迁过程

中的饮食、医疗、交通等一系列问题。① 尽管国民政府的振济工作

仍很有限, 但很显然, 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政府的帮助, 广大的难民,

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窘的、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难民, 他们的内迁将

更加艰难, 或者甚至就成为不可能。

除救济及协助难民内迁外, 国民政府还通过疏散遣送人口及

鼓励难民垦荒等方式, 为难民内迁规定出一定的方向, 从而使头绪

纷杂的难民内迁运动显出些有组织性。

随着战线由东南沿海和华北不断向内地推移,“后方”的概念

也随之不断收缩, 直至主要包括西部省份。广大难民要向后方迁

移, 则自然地多踏上西迁之途。这是第二阶段难民内迁主要特点形

成的一个必然的客观因素。

在第二阶段, 近距离的迁徙情况仍大量存在, 如日军攻陷豫皖

边境后, 两省民众多向大别山脉一带逃难, 使那一地区“麇集难民

不下十余万”。② 不过, 此时期最值得关注的, 还是大量的难民踏上

往西南、西北的长途之旅。

下面将分南方战区和北方战区来讨论第二阶段难民内迁的具

体情况。当然,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南方和北方, 仅仅是为了一

种区分和表述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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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苏皖浙赣鄂东等地的难民一般都是先往武汉运动, 然后

分散至西南各地, 武汉成为难民内迁重要的中转站。他们有的沿长

江由水路至武汉。这条路线在上海陷落后, 即已非常繁忙, 京沪等

地难民及从华北平津二市南迁京沪的难民, 多继续由此线内迁。到

南京沦陷后, 战线西移, “长江一带难民纷纷逃集武汉”①, 经此路

西迁者更见拥挤。另外, 皖东北及江苏、上海等地的一部分难民由

陆路转道河南南部去汉口。他们先从安徽六安经公路到河南的固

始、商城, 由此经潢川到信阳, 再由信阳乘平汉路火车去汉口。但这

条线路到 1938 年 6 月份后有所变动, 因为“到达信阳车站的难民

太多, 而且日机每天飞临信阳车站上空投弹扫射。潢川的难民登记

站严禁难民由潢川西行 (罗山难民登记站不接受难民登记) , 限令

难民们由潢川南行, 经光山、经扶 (今新县) 至湖北宋埠、黄陂抵达

汉口”。②

这些难民到达武汉后, 一般都稍作停留就继续内迁, 尤其当战

事日益逼近武汉时, 政府也下令疏散人口。于是, 以武汉为中心, 大

量难民再向后方各省疏散。其具体方向大概有二: 一是继续沿江上

驶, 或乘船, 或从陆路乘车, 有的甚至步行, 经沙市、宜昌去往重庆

和四川省其他地区, 这是当时最繁忙、集中难民人数最多的一条西

迁之路; 二是经粤汉铁路或者武长公路至长沙, 由长沙一部分安置

在湘西, 如湘西沅陵等 9 县就被作为安置皖籍难民区③, 有的则继

续由粤汉铁路或公路南下株洲、衡阳, 再从衡阳转道湘桂铁路或公

路去往广西桂林、柳州, 以及更远的贵阳。

除转道武汉外, 南方难民的内迁道路还有这几种: 一, 安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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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难民从安徽的宿松经九江、南昌去往赣南; 二, 从上海经海路

或陆路到温州、金华, 由金华经浙赣铁路或到赣南, 或去往株洲, 自

株洲加入内迁广西、贵州的路线; 三, 1937 年 4 月, 南京至昆明公

路线开放, 到南京失陷后, 有一部分难民就可以沿公路自江西或安

徽直至云南。①

除西迁外,“有些人又从上海起程, 再向华南移动, 或是到香港

或是到广州”。②

北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难民, 其西迁情况较之南方

难民要相对简单一些。他们中有一部分沿平汉线南下武汉, 加入内

迁西南的人流。而其主要的迁移路线则是循陇海线, 经郑州、洛阳,

出潼关, 至西安、宝鸡、汉中等地, 有的并进一步转入甘肃、四川省

境; 还有一条路线是晋北的难民从绥德经军渡进入陕北安置。③

总之, 这一阶段, 南方难民主要往西南, 北方难民主要往西北

迁徙, 构成难民内迁的总体西迁趋势。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 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难逃战

争对其命运的强制安排, 众多的人口被战火逼离家园, 沦为难民,

踏上内迁之路。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经历了从无序渐趋有序的两

个阶段的过程。在第一阶段, 由于战争骤然爆发, 战区人们仓促应

变, 为躲避战祸四处奔逃, 一些临近战区的临时“后方”成为难民的

避难地; 难民迁徙的路径表现出头绪繁多, 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

特点。到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 1938 年, 因为战区不断扩大, 更多

的人口被抛入内迁的难民潮。但随着战线内推, 后方的概念相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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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并随战争将进入相持状态而日趋明确, 最后主要包括了西南、

西北的几个省份; 同时, 国民政府表示了长期抗战的决心, 不仅是

抗战工作, 对于难民的救济与疏导工作也较之第一阶段更为得力

了, 从而使“后方”概念不仅在地理上, 也在人们的心理上明确起

来。因此此期的内迁难民基本上都选择了向西迁徙的道路, 跟随政

府涌入以四川为中心的战时大后方。他们的内迁, 就个体来说是艰

难困苦的过程, 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 是向后方积聚了必要

的人力资源。这些内迁到后方的难民, 在其后的抗战岁月中, 为支

持抗战事业、争取民族独立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程朝云, 1975 年生,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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